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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数据分析和 LISA 时空跃迁分析，探究 2006—2017 年江苏省人口城镇

化与能源消费 CO2 排放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并构建空间滞后面板 Tobit 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2006—2017 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能源消费 CO2排放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类型由良好耦合协调

转化为优质耦合协调。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呈东部>西部>中部、南部>北部的趋势，空间格局较

为稳定。耦合协调度绝对差异总体上呈减小趋势，相对差异与绝对差异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空间集聚性呈波动变化

趋势。(2)空间滞后面板 Tobit 模型结果表明：年末总人口与空间因素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均 GDP

和碳排放强度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第二产业比例对耦合协调度具有负向作用，但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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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问题引起世界各国广泛关注，CO2 排放是导致全球变暖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国已成为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城镇

地区的能源消耗量占总消耗量的 75.15%
[1]
。城镇化已成为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快速发展，自

2014 年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快速城镇化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如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和环境污染等。《国家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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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保护生态环境。“十八大”“十九大”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倡绿色发展和低碳城镇化

建设。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十分复杂，如何协调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2]。CO2 是生态环境的重要

组成要素之一
[3]
，研究人口城镇化与能源消费 CO2排放间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对城镇化与碳排放协调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关于城镇化与碳排放关系的观点主要有 3 种：一是城镇化与碳排放呈线性关系，城镇化导致碳排放增加，随着城镇化水平

的提高，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导致各种物质资料和基础设施需求增大，同时，生产方式由原来的人力为主

转向使用机械，消费方式高碳化，直接导致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增加。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大拆大建和重复建设，也

会导致碳排放增加[4-11]。二是城镇化与碳排放呈非线性关系，较多学者认为城镇化与碳排放间存在倒“U”型关系[12-16]，在城镇化

初期阶段，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碳排放量增加。当城镇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会促进管理技术和低碳技术水平的提高，

使得各种物质资料和基础设施得到充分利用，一定程度上降低碳排放。三是城镇化与碳排放关系不明显[17]。 

城镇化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多集中在城镇化

对碳排放影响研究，其实，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耦合可以较好地测度城镇化与碳排放的相互影响程度；二是多为静态研究，

缺乏城镇化与碳排放时空耦合动态演化趋势研究；三是有关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机理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从耦合视角，

研究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江苏省“十三五”规划要求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强调“人的城镇化”。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快速发展，人口城镇化率由 2006

年的 51.9%，增加到 2017 年的 68.8%，增长率为 2.596%。碳排放由 2006年的 4.188 亿 t，增加到 6.620 亿 t，增长率为 4.251%，

碳排放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江苏省能源结构对煤炭依赖度较大，碳排放相对较高，节能减排任务较重。为有效缓解

江苏省资源环境约束与经济高速发展的矛盾，须率先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而碳减排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

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碳减排，促进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协调

发展。因此，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开展 2006—2017 年人口城镇化与能源消费 CO2排放（下文中“碳排放”一律指“能源

消费 CO2排放”）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揭示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的耦合机理，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

江苏省低碳城镇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人口城镇化数据源自 EPS 数据平台，人均 GDP、第二产业比例、人口密度和人均绿地面积数据源自 2007—2018 年《江苏省

统计年鉴》，能源消费数据源自 2007—2018 年各市的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DMSP/OLS(Defense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s 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夜间灯光数据和NPP/VIIRS(National Polar-orbiting 

Partnership satellite's Visible Infrared Imaging Radiometer Suite）夜间灯光数据源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下属的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National Geophysical Data 

Center,NG-DC）。江苏省地图矢量数据源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1∶400 万数据库。 

江苏省缺少 2006—2017年连续年份的城市尺度能源消费数据，借鉴李建豹、Li等的方法
[18-19]

，利用能源消费数据、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和 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模拟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数据，主要处理步骤如下：第一，利用 IPCC参考算法计算城

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第二，借鉴 Li 等的方法[19]，使用经过数据预处理、参考影像校正、年内融合和年际校正处理后的 2013 年

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与经噪声去除后的2013 年 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构建 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的校正模型，以实现

NPP/VIIRS 夜间灯光数据与 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的连续性校正；第三，利用 2006—2013 年 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与

2014—2017 年校正后的 NPP/VIIRS 夜间灯光数据，提取城市范围的夜间灯光总值，并与对应的能源消费碳排放统计值拟合，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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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碳排放模拟模型；第四，根据各城市内的夜间灯光总值，利用碳排放模拟模型计算各城市内的碳排放，最后，利用 CO2统计值

检验模拟值的精度发现，CO2模拟值和统计值的平均相对误差为 5.09%，表明基于夜间灯光数据模拟的 CO2数据精度较高。 

1.2 研究方法 

1.2.1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相互作用或影响的程度。本文中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的耦合度 A表达式如下[20]: 

 

式中：A表示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的耦合度；f(U)表示人口城镇化系统的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表示；g(C)表示碳

排放系统的水平，用碳排放量表示。借鉴相关成果
[18]

，将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的耦合度分为 4种类型：分离阶段（0<A≤0.3）、

拮抗阶段（0.3<A≤0.5）、磨合阶段（0.5<A≤0.8）和耦合阶段（0.8<A≤1）。 

耦合协调度是城镇化与碳排放在变化过程中和谐一致的程度[18]。耦合协调度越高，耦合协调性越强。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

的耦合协调度 D表达式如下[20]: 

 

式中：T表示综合协调指数；a和 b表示待定系数，借鉴现有成果[21]，本文认为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同等重要，将 a和 b均

设置为 0.5;D表示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的耦合协调度。借鉴现有研究成果[22-24]，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以下 5种类型：勉强耦合协

调（0.50～0.59）、初级耦合协调（0.60～0.69）、中级耦合协调（0.70～079）、良好耦合协调（0.80～0.89）和优质耦合协调

（0.90～1.00）。 

1.2.2 空间自相关模型 

空间自相关模型主要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I）和局部空间自相关（Local Moran'sI）。Moran'sI 用于分析人口城镇

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性[25]。 

2 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 

2.1 耦合协调度总体特征 

由图 1 可知，2006—2017 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表明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的相

互作用程度不断增强。耦合度大于 0.996，均处于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类型由良好耦合协调转换为优质耦合协调。2006—2017

年耦合协调度大体可分为 2个阶段：(1)2006—2009年，处于良好耦合协调阶段。(2)2010—2017 年，处于优质耦合协调阶段。

2010—2011年，耦合协调度快速增加，主要由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 年 11月，国家发起了“四万亿计划”，要求在 2010

年前完成投资，而投资多流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带来了碳排放与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增加，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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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11—2017年，耦合协调度平稳增加。由于 2011 年碳排放强度目标正式纳入“十二五”规划目标，碳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人口城镇化的增长率下降，由快速增长转入平稳增长，因此，耦合协调度也呈平稳增长。 

将江苏省各市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的耦合协调度数据与江苏省矢量地图数据链接，利用手动分类法，将其分为 5类（图 2）。

由图 2 可知，2006 年，宿迁和淮安处于勉强耦合协调阶段，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镇江和常州处于初级耦合协调阶段，

徐州和南通处于中级耦合协调阶段，南京和无锡处于良好耦合协调阶段，仅苏州处于优质耦合协调阶段。与 2006 年相比，2017

年，淮安由勉强耦合协调阶段转换为初级耦合协调阶段，盐城、扬州、泰州、镇江和常州由初级耦合协调阶段转换为中级耦合

协调阶段，南通由中级耦合协调阶段转换为良好耦合协调阶段，其他市所处的协调发展阶段不变。耦合协调类型以向高级别类

型转换为主，占市总数的 7/13，保持不变的占市总数的6/13。经以上分析可知，苏州、南通、无锡和南京的耦合协调度较高，

可能由于苏州和南通受上海的辐射带动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碳排放量相对较

大。南京重工业比例相对较高，能源消耗较多，碳排放量相对较高，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无锡经济总量相对较大，第二产业

比例较高，碳排放量相对较高，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宿迁一直处于勉强耦合协调阶段，可能由于经济基础较薄弱，区位条件

较差，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对能源依赖度较高，导致耦合协调度较低。江苏省各市的耦合协调度类型变化不大，即

便发生变化也只是在相邻类型间转换，表明江苏省各市的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较为稳定。 

2.2 耦合协调度趋势分析 

为分析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情况，对江苏省各市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趋势分析（图 3）。图 3 中黑色竖线的高度表示耦合协

调度的大小，竖线与 XY平面的交点为该市所处的位置，绿点为竖线在东西向和南北向上的投影，蓝点在东西向和南北向上拟合

得到图中的曲线。由图 3可知，2006年，在东西向上，略呈“U”型，且东部高于西部，中部最低，表明江苏省各市耦合协调度

总体上东部大于西部，中部最低。在南北向上，呈“L”型，自北向南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江苏省耦合协调度南部大于北部。

2017 年，在东西向上，“U”型趋势减弱，在南北向上，自北向南仍呈上升趋势，但南北差距缩小。与2006年相比，2017年在

东西向上，江苏省各市中部的耦合协调度与东西部的差距明显减小。在南北向上，江苏省各市的耦合协调度南北差距减小。经

以上分析可知，2006—2017 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东部>西部>中部、南部>北部的趋势。 

 

图 1 2006—2017 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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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2017 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2.3 相对差异与绝对差异 

由图 4 可知，以标准差测度的人口城镇化和碳排放耦合协调度的绝对差异总体上呈减小趋势，2008 年标准差最大，为

0.110,2015年最小，为 0.085，下降了 0.025;2007年变异系数最大，为 0.154,2015 年最小，为0.110，下降了 0.044。标准差

大致可分为 3个阶段：2006—2008年，呈略微增加趋势，表明耦合协调度的绝对差异略微增加；2008—2015 年，呈下降趋势，

表明耦合协调度的绝对差异下降；2015—2017 年呈波动变化趋势，表明耦合协调度的绝对差异呈波动变化。变异系数与标准差

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表明相对差异与绝对差异基本保持一致。 

 

图 3 2006—2017 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的耦合协调度趋势分析图 

 

图 4 2006—2017 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差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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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2006—2017年耦合协调度的Moran'sI 值均为正，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2006—2017 年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的

正的空间自相关性。Moran'sI 值呈波动变化趋势，大致可分为 3个阶段：2006—2008 年，Moran'sI 值呈增大趋势，表明耦合协

调度的空间集聚性增强。2008—2015 年，Moran'sI值呈减小趋势，表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性减弱。2015—2017年，Moran'sI

值呈缓慢增大趋势，表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性缓慢增强。 

为揭示江苏省各市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联类型，测算江苏省各市耦合协调度的 Local Moran'sIi，在

ArcGIS10.6中进行可视化表达，得到其空间关联类型图（图5）。 

为分析 2006—2017 年 Local Moran'sIi的时空演化特征，采用时空跃迁分析法研究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

的时空演化规律。不同类型间转换的概率相对较小，其中，由HL类型转换为LL类型的概率最大，为 0.053，表明江苏省人口城

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的区域空间结构较为稳定。本市发生跃迁的概率为 0.035，相邻市发生跃迁的概率为0.014，本市与相

邻市均发生跃迁的概率为 0，本市与相邻市均未发生跃迁的概率为 0.951。由此可知，2006—2017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

耦合协调度空间稳定性较强，各市自身的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情况决定了类型的改变。 

2.5 动态演进特征 

采用核密度估计分析 2006—2017 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和碳排放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特征，选用 Epanechnikov 函数，选

取 2006 和 2017 年两个时间截面，绘制核密度曲线（图 6）。由图 6 可知，耦合协调度的密度分布曲线明显向右移，表明江苏省

各市的耦合协调度呈增加趋势。从密度分布曲线的峰度可知，2006 年曲线顶端相对扁平，峰度较小，2017年曲线顶端相对尖峭，

峰度较大，表明 2017 年耦合协调度的离群值比 2006 年多。从曲线形状可知，江苏省的耦合协调度呈“单峰模式”，2006 年耦

合协调度集中在 0.65 左右，主要分布在连云港、镇江、扬州、盐城和常州。2017 年耦合协调度集中在 0.75 左右，主要分布在

扬州、泰州、常州、盐城和徐州。 

 

图 6 2006—2017 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核密度估计 

3 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变量选择 

影响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有多种，综合分析现有研究[18,26]，以耦合协调度为因变量，从人口总量、经济

水平、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等方面选择自变量，其中，人口总量用年末总人口表示，反映一个地区一定时间内人口总数；经济



 

 7 

水平用人均 GDP(2006 年不变价）表示，衡量经济发展状况；技术水平用碳排放强度表示，衡量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

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比例表示，反映第二产业在GDP 中所占比例，对各变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图 5 2006—2017 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关联类型图 

3.2 模型选择 

2006—2017 年耦合协调度的 Moran'sI 为 0.213,P<0.01，表明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的空间

自相关性，有必要构建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耦合协调度处于0～1之间，有必要选择面板 Tobit 模型。因此，采用空间滞后面

板 Tobit模型研究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 

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法估计空间滞后面板 Tobit模型。模型的 R2为 0.906，调整R2为 0.898，表明耦合协调度能够被各自变量

解释 89.8%，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空间自回归系数为 0.194，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江苏省各市间耦合协调度

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市耦合协调度提高，能够增加相邻市耦合协调度。因此，可通过设置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发

展试点城市，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提高耦合协调度。 

年末总人口与耦合协调度的弹性系数最大，为 0.279，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年末总人口与耦合协调度呈显

著正相关，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年末总人口每增加1%，耦合协调度增加 0.279%，调控人口总量是改变人口城镇化与

碳排放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一般年末总人口较高时，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碳排放量较大，因此，随着年末总人口的增

加，耦合协调度增加。 

人均 GDP 的弹性系数为-0.076，且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均 GDP 与耦合协调度呈显著负相关，在其他条件保

持不变的前提下，人均 GDP 每增加 1%，耦合协调度降低0.076%。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人们对环境的要求相对较高，政府也有

更多资金投资环境治理和低碳技术，碳排放效率相对较高，碳排放相对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较高，

带动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因此，随着人均 GDP 的提高，耦合协调度下降。 

碳排放强度的弹性系数为-0.061，且均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碳排放强度与耦合协调度呈显著负相关，在其他

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碳排放强度每降低 1%，耦合协调度升高 0.061%。碳排放强度表征技术水平，碳排放强度越低，技术水

平越高。因此，提高技术水平，有助于增加耦合协调度。 

第二产业比例与耦合协调度的弹性系数为-0.058，未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第二产业比例与耦合协调度呈负相关

但不显著，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第二产业比例每降低 1%，耦合协调度升高 0.058%。应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第二产业

比例，促进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发展。 



 

 8 

4 结论与讨论 

以江苏省 13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数据分析和 LISA 时空跃迁分析，探究了2006—2017 年江

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揭示了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的耦合机理，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2006—2017 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表明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相互作用程度不断增强，

耦合协调度类型由良好耦合协调转化为优质耦合协调。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总体呈东部>西

部>中部、南部>北部的空间格局。耦合协调度绝对差异呈减小趋势，相对差异与绝对差异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空间集聚性呈波

动变化趋势。2006—2017 年本市与相邻市均未发生跃迁的概率为 0.951，表明 2006—2017 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

调度空间稳定性较强，各市自身的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情况决定了类型的改变。 

(2)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有年末总人口、人均 GDP、碳排放强度和空间因素。其中，年末总人

口与空间因素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弹性系数最大，调控人口总量是改变耦合协调度的重要途径。人均 GDP 和

碳排放强度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第二产业比例对耦合协调度具有负向作用，但不明显。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且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应根据各市发展实际，制定适宜的

措施。宿迁、连云港和淮安地处苏北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对能源依赖程度较高，缺乏资金、技术和

人才支持，导致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这些地区应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对能源的依

赖，积极引入资金、技术和人才，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盐城、扬州、泰州、镇江和常州处于中级耦合协调阶段，城镇化

水平在江苏省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上水平，经济结构已开始转型，可借助其与良好耦合协调或优质耦合协调市位置相近优势，主

动引入先进低碳技术，借助它们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优化产业结构，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南京、南通、无锡和苏州处于

良好耦合协调阶段或优质耦合协调阶段，经济较为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应不断提高城镇化质量，主动向耦合协调度相对较

低市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2)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政府制定政策时，

应考虑相邻市，加强区域间合作交流，实现优势互补。同时，可通过设置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发展试点城市，引领其

他城市的发展，也可为其他城市提供经验借鉴。(3)调控人口总量是改变耦合协调度的重要途径，应顺应人口发展规律，充分发

挥市场在人口配置中的作用，制定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人口规划，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和管理水平，缩小区域差异，

加快区域均衡战略的实施。同时，还应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第二产业比例，提高低碳技术，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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